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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某拍卖机构售出一方
“宋澄泥直方砚”。此方砚台曾记录
于《西清砚谱》卷4，此次重现于世，惊
动四方。

关于《西清砚谱》

说起《西清砚谱》的编纂背景，第
一，源于紫禁城宁寿宫的重建完工
（即今故宫珍宝馆）。宁寿宫中，与之
直接相关的是有关新书房的命名问
题、书房名称与书房陈设（宝贝）之间
的关系。

宁寿宫重建于 1771-1776 年。
正如乾隆皇帝弘历“予构筑养性殿于
宁寿宫，以为倦勤后寝兴之所”所言，
修筑宁寿宫的目的是为其践行己诺，
在登基六十年归政后寻一个寄情山
水、读书养性的好去处。故有了“遂
初堂”“褉赏亭”“倦勤斋”等宁寿宫花
园（乾隆花园）中各处殿屋堂室的命
名。

弘历痴爱读书，素以拥有书屋众
多为傲。关于书屋，他首先思考的是
如何打理、建设、命名。关于书房陈
设，早在宁寿宫重建之前，弘历便以
养心殿三希堂书房所藏三件宝物：王
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
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来表达“士
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寓意。因而
在新建的宁寿宫及皇家宫苑各处书
房中，皆藏有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的文
化藏品，如重华宫藏宋澄泥石函砚、
翠云馆藏汉铜雀瓦砚（现台北故宫博
物院藏）、漱芳斋藏宋澄泥虎符砚、浴
德殿藏宋中岳外史端石砚、长春园淳
化轩藏仿古六砚等。

第二，是关于砚的部分。当时大
量宫藏砚台需要整理。另外，部分书
房的陈设中也缺少砚台，需要添置。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弘历命于
敏中、梁国治、王杰、董诰、钱汝诚、曹
文埴、金士松、陈孝泳等八人，将内府
所藏诸多砚台进行整理，对精心挑选
出的 240 方进行一一图绘及加以说
明。绘图人包括门应兆等。

《西清砚谱》中的“西清”，录典故
多重。一引（汉）司马相如《上林赋》：

“青龙蚴（yòu）蟉（liú）于东厢，象舆
婉僤（dàn）于西清。”此“西清”即为

“宫禁燕闲之地也。”二引（五代宋初）
徐铉《茱萸诗》：“长和菊花酒，高宴奉
西清。”指帝王宫内游宴之处。三引
（清）赵翼《辰州吊诸桐屿》：“我来东

道谁为主，君在西清最有声。”指清代
宫廷内南书房。另还有“西清”之地，
是指编纂类书工作的处所。

《西清砚谱》书前有清乾隆戊戌
年（1778 年）御制西清砚谱序，序言首
页框栏处钤“乾隆御览”之玺。序后
为钦定西清砚谱凡例、钦定西清砚谱
目录。全书共收录砚台240方，正谱
即前 21 卷为 200 方，图 464 幅；附录
部分即后 3 卷为 40 方，图 108 幅；该
砚谱卷 1至卷 6所载皆属陶砚，上起
汉未央宫东阁瓦砚，下至清初旧澄泥
四直砚，其中汉代砚为11方，魏砚为
1方，唐砚为4方，宋砚为27方，元砚
为3方，明砚为1方，清初砚台为8方，
在该6卷所收录陶砚中，又有瓦砚、砖
砚及澄泥砚之分；卷7至卷21所载皆
属石砚，上起晋王廞（xīn）璧水暖砚，
下至清朱彝尊井田砚，其中所收录晋
砚为2方，唐砚为3方，宋砚为65方，
元砚为 4方，明砚为 10方，清初之砚
则为60方。该15卷的石砚种类中又
有端砚、歙砚、洮河砚等之分。自卷
22至卷24列为附录，附录中砚台种类
更为繁多，有松花石砚、紫金石砚、驼
基石砚、红丝石砚、澄泥砚等。还有一
些部分精美砚台因无法确认其年代归
属，亦被列入附录中。

乾隆对于内廷藏砚的整理

对内廷藏砚的整理，首先是清点
分类。

1.清点分类：
第一是陶质砚，含秦汉砖瓦砚、

澄泥砚等。乾隆后期，文人尤爱此类
砚台。清朝流行板形仿古砚。乾隆
三十年至五十五年，盛行苏州造澄泥
砚，题材以仿古六砚和虎符砚为主。

第二是石质砚。主要是四大名
砚。但四大名砚在不同时期分为不
同材质。唐宋时期为“端砚、歙砚、洮
河砚、红丝砚或澄泥砚”，清代为“端
砚、歙砚、松花砚、澄泥砚”。其中，砚
石的命名包含三种：第一是以所在行
政区域命名，如端州（广东肇庆斧柯
山）、歙州（江西婺源龙尾山）等；第二
是以流经的河流命名，如端溪、洮河、
松花江等；第三是以制作方法命名，
如澄泥等。

第三是旧砚及明砚。包含清宫
旧藏中明代宫廷用砚，即“旧砚”及明
代文人所用“明砚”。

分类后就是划定等级。以汉瓦

陶质砚为头等砚（对帝王有警示作
用），以石质砚为次等砚（因宋徽宗为
弘历所不喜，故即使石质优良亦被列
为此等），以玉、瓷质砚和其他为再次
等砚，最后还有御用的朱、墨砚等。

2.处置方式：
第一，划定等级重新盛装：（1）头

等砚用红雕漆箱盛装；（2）一般“古
砚”和“旧砚”用鸂鶒（xī chì）（鸡
翅）木箱盛装；（3）未配箱的乾隆新制
松花石砚与其他砚台，以紫檀匣直接
盛装。

第二，是“收拾”。措施主要包括
粘补、描金、局部改型、复制重做等内
容。其中，“收拾”之补制，属于“收
拾”中的高级层次。由于皇帝对砚的
消耗与缺损问题表示不满，如遇到有
盒无砚的情况，需要另外配砚以补充
砚囊匣，或文具多宝格内有余空间。
此时工匠们需要另外制作新砚，或用
旧存或新制砚模将前朝缺失的旧砚
补齐。

第三，是“毁做（造）”，如澄泥砚
中“此澄泥砚性软，系新澄泥，颜色旧
意成做，用此澄泥加磁面等毁造，经
火可坚硬仿旧等情……”，因性软、色
旧等原因，毁掉重做。

第四，是“变价”。较差的砚台可
送出宫进行售卖。

3.制作新砚：
制作新砚主要是指制作松花石

砚和苏州澄泥砚摆放于各行宫中。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新砚形制仿了古
砚。经研究考古出土材料中可知，许
多仿制的古砚与同时期的考古出土
砚形制难以匹配，如仿汉海天初月
砚、仿唐澄泥八棱砚等，都难以在同
时代的出土砚台中找到类似的形
制。砚台的形制变化中，一个很重要
的标志就是砚池的出现。从秦汉至
晋南朝再至隋唐，因纸张改进、幅面
增大，致使砚发展出砚池，便于贮藏
更多墨汁，以便于大量抄写的需要。
隋代及初唐时期多足砚、辟雍砚盛
行。按照是否有砚池，可大致判断砚
的年代，故可推断部分《西清砚谱》砚
台为仿制的新砚。

4.砚的去向：
《西清砚谱》著录240方砚的分布

状况，为紫禁城各宫殿87方；无固定位
置108方；皇子10方；南海、圆明园、长
春园以及热河等处宫殿35方。现在，
已知下落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95方；
故宫博物院43方；国家博物馆1方；天

津博物馆1方；其他流散100方。

《西清砚谱》著录砚的特点

按《西清砚谱》著录砚的特点，可
归纳四点：

第一，是陈设与使用价值。如宁
寿宫藏宋合璧端砚、汉铜雀瓦砚（台
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养性殿藏宋米
芾远岫奇峰砚、宋文天祥玉带生砚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乐寿堂藏仿宋
宣和梁苑雕龙砚、寻沿书屋藏宋澄泥
石函砚、延趣楼藏汉砖虎伏砚等。

第二，是材质复古与形制仿古的
时代特点。清代在砚材的种类、工艺
技术、装饰纹样上都有很多创新之
处。雕刻技艺达到新高峰，进而形成
粤派、徽派、苏派三大派别。整体风
格从古朴走向华丽，从实用性走向欣
赏性、艺术性、陈设性。但仍有相当
部分继承了宋代砚台的外在形态造
型，仍以长方形为主，表现为敦实、厚
重、朴素，无个性张扬之举。形体上
讲究简洁流畅，无繁缛装饰，少有起
伏变化较大的雕饰。风格上端庄肃
穆、沉稳典雅。这反映了受宋明理学
所倡导的简洁典雅文化思潮影响，体
现了当时高级文人阶层的审美取向。

第三，有文房之至的属性。帝王
以文房直接亲近文人，以示君子共
情、喜好读书，以此巩固统治。砚被
比作君子共情之物，如《御制旧澄泥
四直砚铭》写道：“席上珍，文房佐
……光内韫，德外播……坤六二，直
方大。”同时，亦用作表达纳吉祝福、
劝勉、警戒等愿望。

通过砚还可引申出更深一层含
义，即弘历以砚为题，提倡所谓的“天
道规矩”，并要求臣民严格遵守。如
《仿唐八棱澄泥砚铭》所载：“一规内
涵八棱砥……”，砚台的制作与日月
天地一样，需要接
受自然规律的约
束 ，代 表 了
天 道 轮 回 。
因 此 ，砚 台
被赋予了警
示 的 意 义 ，
用 以 对 君

王、臣属的行为规范加以约束。
总而言之，作为清宫旧藏砚中最

精华的部分，弘历汇集了当时最好的
原料、最好的工匠、最精湛的雕刻技
艺、最经典的造型和图案，试图以此
建立一种文化权威，从而巩固其封建
统治。而其“无意”中打造的文房用
品汇编——《西清砚谱》，在日后二百
多年时间中，成为中国制砚史的经
典。至于其中著录砚涉及年代的真
真假假，则留与众人分说。

[作者林欢是故宫博物院研究
馆员；龙丽朵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砚遇岭南
——广东地区出土砚文物与砚文化
展”策展人]

帝王雅好与砚学经典：
论《西清砚谱》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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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一定会受到积

极的影响，但有时也

受负面影响，甚至是

阻碍。叶嘉莹先生那

一辈的部分学者亦有

过从这些负面影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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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5 年 1 月 14 日-5 月

19 日，“砚遇岭南——广东
地区出土砚文物与砚文化
展 ”在 南 汉 二 陵 博 物 馆 举
行。展览以广州地区 70 年
考古发掘出土砚为主体，兼
纳省内其他区域出土砚，首
次系统梳理了广东地区出
土砚文物两千余年来的形
制流变及砚文化传承脉络；
并通过借展天津博物馆等
藏传世名砚及文房配套文
物，展现使用者以砚寄情的
精神世界，追溯砚拓技艺及
制砚工艺传承。

研究砚文化，《西清砚
谱》是绕不开的经典。它是
清代乾隆年间由于敏中、梁
国治等奉敕编撰的官修砚
谱。《西清砚谱》首次以图谱
结合文字形式系统记录皇
家藏砚，曾被比作砚台鉴藏
领域的《石渠宝笈》，亦被视
为中国古代砚史研究之集
大成者。

3 月 19 日，应广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邀请，故宫博
物院林欢研究馆员在南汉
二陵博物馆作了题为《<西
清 砚 谱 > 研 究》的 学 术 讲
座。以下为其讲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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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藏《西清砚谱》书样，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内府抄本 本文作者供图

故宫藏《西清砚谱》书样，乾隆四十三年
（1778 年）内府抄本 本文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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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辈学者没有选择，初涉

学术就被裹挟进一个特殊环境。
时代矫枉过正地反对传统，如同
婴儿跟着洗澡水被一起泼掉。词
学在这大环境中处境极为不利。
我认为常州派是词学发展的巅
峰，但他们的主旨和采取的策略
都已无法被时代理解。张惠言的
策略是，将“《诗》之比兴，变风之
义，骚人之歌”（《词选序》），比附
于艳体小词。这实在是个很不讨
好的方式，封建道德统帅美学正
是时代所猛烈抨击的。其实张惠
言却有极大的洞见。艳体小词处
在社会道德的最边缘，不像《诗
经》的恋歌可以附着在社会伦理
关系上，似乎孤悬在人伦之外。
由之传达“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
能自言之情”（《词选序》），就和
道德的功利性划开了几乎所有的
关联。于是摆落一切政治功能的
无功利道德突显了，文艺因此具
有了哲学性，儒家诗教的真实意
义同时展现。这是儒学探求了千
余年未曾达到的目标，难怪谭献
对此兴奋莫名：“向之未有得于诗
者，今遂有得于词。”（《复 堂 词
话》）可在那个时代，儒学不是要
被痛打的落水狗吗？更加不利的
是，深受常州派影响的晚清词学，
遗老色彩太重，妥妥成了已陈刍
狗。一位年轻作者的词话渐受追
捧，其批评了常州派、蔑视了晚清
诸家，再加上拿来了西洋理论，尽
管就词学来说我认为其专业性有
待商榷，但和当时的学术环境水
乳交融。这就是王国维的《人间
词话》。

坦率说，《人间词话》对以“思
索安排”（叶先生论周邦彦词的说
法）为基本艺术法则的南宋慢词，
无法理解。王国维自己说：“北宋
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
美成，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
梦窗、玉田。”（《词辨》批语）晚清
诸家无不重视南宋慢词，以之为
专业性的表率，王国维如此直言
近于挑衅。在《人间词话》里，这
种态度隐藏在那个著名的“隔”字
背后：“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

‘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
（《人间词话》）为什么敢于把自己
的不专业表现得如此理直气壮？
这仍是时代矫枉过正地反对传统
在他身上的一个体现。另外，这
个态度倒是更倾向常州派。“思索
安排”的法则过于偏重形式，容易
沦为“游词”（这是常州派的金应

珪在《词选后序》里对南宋慢词一
脉末流的批评术语），于是丧失了
词的内在品质。张惠言重视这种
品质，王国维同样重视。但他们
依赖的思想资源不同，张惠言取
之于儒学，王国维取之于西洋哲
学。从王国维的《论性》《释理》两
文中，可见他对儒学缺乏真正的
理解。但他并不从内容上攻击，
而是利用了张惠言一个显见的表
述缺陷。这个缺陷便是仍以政治
化功利化的语言表述超越了政治
化功利化的道德，从而导致重陷
旧局。但张惠言实在很无奈，毕
竟首次面临一个新问题，他没能
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后来的常
州派词学家表示了理解，陈廷焯

“规模虽隘，门墙自高”（《白雨斋
词话》卷一）的说法可谓持平。王
国维“固哉皋文之为词也”“深文
罗织”（《人间词话》）这样激烈的
指责，实在说不上“理解之同情”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
审查报告》）。其实，张惠言的缺
陷早已为常州派自己弥补，这就
是周济作出的贡献，他改变了那
种政治化功利化的表述方式。周
济的表述很睿智：“初学词求有寄
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
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
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
知。”（《介存斋论词杂著》）这样
把两面都保住了，“有寄托”肯定
了张惠言强调的内在品质，“无寄
托”开启了超越功利性的新表述
方式。王国维自己没法表述得如
此完美，有意无意地沿袭了周济。

但沿袭的不过是方法，内容
却不相同。王国维的词学理论集
中表现在“境界”说里，不过“境
界”说本身非常驳杂，容纳了很多
未能统一的因素。其中有三层含
义值得注意。第一层大概原本是
主要的，但王国维似乎并不很重
视。这就是他借用严羽“兴趣”说
指出的那种美，所谓“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不过严羽意指的是
盛唐人包含了这种美的一个更丰
富的美学现象，王士禛的“神韵”
说则单纯只指这种美了。所以王
士禛比严羽显得狭隘，他欣赏的
并非全部盛唐而主要是王维。王
国维借用叔本华美学“美之知识，
实念之知识也”（《叔本华之哲学
及其教育学说》），做了学理的阐
释，既比严羽明晰，也比王士禛全
面。他还说：“境非独谓景物也，
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
（《人间词话》）而王士禛只认识到
景物。可以说，这种美虽并不陌
生，但王国维借助德国古典美学

资源完成了明确的学理阐述，功
不可没。不过，既说“词以境界为
最上”（《人间词话》），这种美毕
竟占据不了词中最上的位置，王
国维仍需继续深入。于是在他最
喜爱的叔本华的独特哲学中找到
了比那种美更终极的东西，成为

“境界”的第二层含义。王国维走
得很远，直达叔本华哲学的最深
处：“意志的整个现象取消了，这
些现象的普遍形式时间和空间，
它们的最后的基本形式主体和客
体也都取消了。没有意志，也就
没有表象，没有世界。于是留在
我们之前的，怎么说也只是无（德
语：Nichts）了。”（《作为意志和表
象的世界》）王国维对无功利道德
从无体认，却对无功利审美别具
会心，这个“无”正是带着消极意
味的纯粹审美心理，被他一眼觑
定。当然也是后来虚无主义的重
要来源之一，符合王国维的时代
大环境，理所当然地成为他最钟
爱的“境界”。李煜的词境最符合
这层含义，因此在《人间词话》中
得到最高评价，就完全不难理解
了。“境界”的第三层含义，比如评
论李璟词“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
暮之感”，晏殊、柳永、辛弃疾词为

“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
种境界”，（《人间词话》）则可看作
是对周济词学有意无意地沿袭，
或说让步。本来这一层和前两层
并非同类的审美概念，不过在“言
有尽而意无穷”这点上一致而
已。但做出这点儿让步，就给“境
界”说留下更大的被接受空间，其
实非常关键。但“无”成为终极性
之所在，而非道德，这毕竟是王国
维的主要内容，因此哲学上终欠
一层，也就理解不了张惠言的深
度。康德将美作为向善的过渡，
常州派与之一致，即使以西洋哲
学来衡量，王国维也落在下风。

叶先生那代人初涉词学，很
少不受《人间词话》的影响，顾随
先生如此，她也如此。只是顾先
生才力太足，突围而出得那么简
劲利落，叶先生则迟疑彷徨了许
久。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她
已经接受了现代西方思潮，还是
如此评价王国维和张惠言：“王氏
之说词乃是属于对美学客体的一
种哲学诠释，而张氏之说词则是
对于美学客体的一种政治诠释及
道德诠释。”（《迦陵随笔》六）这
就是我说的学术大环境的负面影
响。但从她对“境界”说的关注
看，不难发现她集中在“境界”说
的第三层含义，这实在是王国维
对周济的沿袭。我跟随叶先生读

书时，先生特别爱问新生一个问
题：“王国维指责张惠言‘固哉皋
文之为词也’，但自己又用三种境
界去讲晏殊他们的词，这是为什
么？”我理解她一边问着学生，一
边自己反思着，试图利用周济走
出王国维。先生从王国维的歧路
进入词学，最终突围出来走向正
轨，周济作为王国维词学的一个
罅隙，给了突围的便利。从先生
的学术经历看，她对常州派越来
越重视，越来越肯定。她后期著
名的“弱德之美”的提法，实际是
常州派和王国维词学的完美结
合，算得她创造性的贡献。这是
先生从第一种负面影响中的学术
突围，即使看起来没有新的建树，
但扭转了百年学术大环境的负面
影响，是值得被高估的。

贰
叶先生面临的第二种学术大

环境，负面影响小很多，她的突围
也简劲利落。甚至可以说，给了
她更多有利的积极影响。那是上
世纪 60 年代，先生前往北美任
教，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
方新的文艺思潮从海外风行到大
陆。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后来回
到中国，具有学术敏感的她自然
必须应对，何况又早得风气之
先。因此，她一直被看作以中西
比较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代
表人物，给她带来很大的声誉。
但我并不认为她在这方面的努力
值得被高估，一来这对她也是个
全新的挑战，那些形形色色的新
理论她没有精力做出彻底的理
解，毕竟她无意成为文艺学的专
家；二来现代文艺思潮偏重方法，
往往忽视终极性的大问题，精致
有余格局却促狭，比起叔本华都
远远不及。因此对于这些思潮，
只可利用来作枝节上的小修补，
却不宜全盘移用。叶先生对此一
直是清醒的，但她的读者却未必，
他们震慑于西方的学术霸权强
势，对那些理论津津赞叹。如此
看待先生这方面的研究，真令人
有买椟还珠之叹，可看作一种负
面的影响。先生很快感到这个负
面影响，作出策略性改变，毅然甩
脱西方理论的生硬外壳，将之化
入中国固有的理论中。温庭筠和
韦庄，作为常州派最推崇的作者，
并不太受王国维青睐，先生借鉴
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以“双重性别”
和“双重语境”说论证了常州派的
合理性。“双重性别”说提出较早，
利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痕迹较

显，她引用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劳
伦斯·利普金《弃妇与诗歌传统》
（1988 年）的观点，认为“男女两性
因地位与心态不同，故男子难于
自言其挫辱被弃，乃使得男性诗
人不得不假借女性之口以抒写其
失意之情”，在中国传统社会的

“三纲”中君臣和男女之间具有对
应关系，逐臣和弃妇的伦理地位
与感情心态之间往往自然构成呼
应，“所以利普金氏所提出的男性
诗人内心中所隐含的‘弃妇’之心
态，遂在中国旧社会的特殊伦理
关系中，形成了诗歌中以弃妇或
思妇为主题而却饱含象喻之潜能
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论词学中
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
影响》）但在提出“双重语境”说的
时候，她将诠释学理论和周济词
学做了完美结合，指出“南唐之词
与西蜀之词原来确实有一种共同
的美感特质，那就是其词作之佳
者，往往在其表面所写的相思怨
别之情以外，还同时蕴含有大时
代之世变的一种忧惧与哀伤之
感”。（《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
词学家对此种特质之反思与世变
之关系》）这不仅是周济“词史”论
的一个现代理论的翻版，而且全
文没有一处来自西方理论的直接
引文，直是化境。长期的学术训
练，让先生迅速从现代西方文艺
思潮的负面环境中突围而出，她
得鱼忘筌地使用着那些方法，使
词学完成了和现代西方理论的对
话，这才是应该被高估的。

叶先生学术声望愈隆之际，
却遭到当代大陆学界一部分学者
强劲的阻碍势力，这也并不难理
解。中国当代过度推崇乾嘉考据
式的学术，并从历史学领域转向
哲学、文学领域，逐渐显出不利的
趋势。本应高扬人的主观精神的
文学，沦为以实证方法爬梳文学
材料，以绝对客观态度考据文学
思想，为己之学终为稻粱之谋取
代。叶先生的学术框架既已定
格，面对这样的学术生态，便很少
再有交集。这种生态并不理解
她，当然也不理解常州派、王国维
和西方的学术。互相之间本无对
话，先生不过超然遗世而独立，有
的人便剩下仇视和拒斥了。

经历了这些突围，她却未负
时势，几乎以一己之力扭转了词
学百年的歧途、扬弃了现代西方
文艺思潮、对抗着当下部分扭曲
的学术生态。这，就是她的学术
贡献。

（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
系副教授）


